[bookmark: _Hlk97284813]“体用”境迁：中国武术思维方式的哲学思想史考察
[bookmark: _Hlk91500819][bookmark: _Hlk98879654][bookmark: _Hlk98977832]摘  要：综合运用历史研究、文献资料、逻辑分析等方法，对武术思维方式——“体用”进行哲学思想史梳理与反思发现：历代拳术家借“体用”这一传统思维方式推寻拳理，阐释武术的内在本质与作用现象，其间经过了由“宇宙生成论”至“功夫即本体”衔接演变的思想历程。研究认为：1）“宇宙生成论”为武术体用思想创立奠定了理论基础，太极阴阳学说标志着武术体用思想的初步形成；2）“功夫即本体”为武术体用思想成熟赋予了理学气质，本体功夫哲学隐含了拳术家对武学心性功夫修炼的推重。武术思想在“体用”境迁中实现了对自身的内在超越，每个阶段的体用思想演进及其内蕴的哲学思维，直接反映了历史的进程，体现着逻辑认知与历史演进的统一。
关键词：体用；传统武术；宋明理学；思维方式；哲学思想
Evolution of Ti-Yong：an Investigation of history of Philosophical Thought on Chinese Wushu Thinking Mode
[bookmark: _Hlk94105251][bookmark: _Hlk94135803]Abstract: Comprehensively using the methods of historical research, literature research and logical analysis, this paper combs and reflects on the history of philosophical thought of “Ti-Yong”, a unique mode of thinking in Wushu. It is found that the boxers of all dynasties use “Ti-Yong” to explain Wushu theory as well as explain the internal essence and function of Wushu, which presents an ideological course from “cosmogenesis” to “Kung fu is noumenon”. The research shows that: 1) the theory of “cosmogenesis” lays the theoretical foundation for the establishment of wushu Ti-Yong thought, Tai Chi and Yin-Yang theory symbolizes the initial formation of Ti-Yong thought in Wushu. 2) “Kung fu is noumenon” fits the Neo-Confucianism characteristics for the mature of Wushu Ti-Yong thought, it implies the emphasis of boxers on nature of the mind ang Kung fu training. Wushu thought has realized its own internal transcendence in the movement of Ti-Yong, the evolution of Ti-Yong thought in each stage and its inherent philosophical thinking directly reflects the process of history and reflects the unity of logical cognition and historical evolu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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依据专家评审意见，修改说明如下：
1.受哲学体用思想及道家身体宇宙修炼观的影响，处在同一文化环境之下的中国武术，其体用思想及内蕴的哲学思维是随着人们（拳术家）认识的深入而不断发展、变化的。“体用”是一种传统思维方式，“体用”境迁意即武术思维方式境迁的历史进程。为使题目表达清楚，并与摘要内容相对应，将“体用境迁：中国武术思维方式的哲学思想史考察”改为“‘体用’境迁：中国武术思维方式的哲学思想史考察”。
2.对摘要中语句不通的地方进行了修改。已将“历代拳术家思考的是深匿于思想观念与功夫践履中借‘体用’阐释武术内在本质与作用现象的思维方式，其间呈现一条从‘宇宙生成论’向‘功夫即本体’演变的思想历程”改为“历代拳术家借‘体用’这一传统思维方式推寻拳理，阐释武术的内在本质与作用现象，其间呈现一条从‘宇宙生成论’向‘功夫即本体’演进的思想历程”。
3.已将“拳术家以‘太极’‘阴阳’范畴阐释拳理实为理学家借太极思维中的‘阴阳’解释宇宙生成规律的‘创造性转化’”一句删除，并增加了武术“宇宙论”的论据，如3.2处，修改内容已用红色字体标出；3.2.1处，修改内容已用红色字体标出。
4.对哲学文献运用和思想梳理部分进行了删减，如王夫之对“体用”的论述，对朱熹“理气论”的梳理。增加了“具身的宋明理学”“实践的宋明理学”在武术中运用的理论阐发，如“天地大宇宙，人身小宇宙”、“武术‘主敬’功夫”的内容，两处均用红色字体标出。
依据专家复审意见，修改说明如下：
[bookmark: _Hlk101275137]1.经查阅文献并结合专家意见，已将3.1标题“太极与阴阳：武术思想体系的初步形成”修改为“太极与阴阳：武术体用思想的初步形成”。对“释拳”之作《太极拳论》进行体用阐释及思想史梳理，3.1处，修改内容已用红色字体标出。将摘要中的“太极与阴阳学说标志着武术思想体系的初步形成”修改为“太极阴阳学说标志着武术体用思想的初步形成”，同时，将英文摘要中的相应表述也做了修改，修改内容已用红色字体标出。
2.武术吸收与借鉴理学中的体用思想，由“身体宇宙”至“功夫本体”衔接演变的思维模式在主体自觉这一条逻辑主线上赋予了武术“体用”新的哲学内涵。将摘要中的“其间呈现一条从‘宇宙生成论’向‘功夫即本体’演变的思想历程”修改为“其间经过了由‘宇宙生成论’至‘功夫即本体’衔接演变的思想历程”。将正文“问题提出”中的相应表述也做了修改并用红色字体标出。4.1处，经仔细推敲并结合专家意见，梳理了武术体用思想彼此之间的承继关系，修改内容已用红色字体标出。
依据专家复审意见，修改说明如下：
[bookmark: _Hlk100269832]1.调整了3.1处所引文献的先后顺序，删除了部分哲学文献，修改内容均用红色字体标出。
2.将4.1处“戚继光在其所著《练兵实纪》中就有‘练心气’之教和气发于外而根植于本心的实战总结”一句删除，以使所引文献脉络谱系更为清晰。修改内容已用红色字体标出。
3.增加了4.2.1处的论据，所引文献时间顺序上前后呼应，修改内容已用红色字体标出。删除了明代文献关于“练胆”的内容。
4.从武术思想史的发展来看，太极阴阳学说的体用阐发始于《庄子·说剑》与《越女论剑》，其中，剑法的层面的表达是阴阳，而上升至“道”的层面的表达即太极。明、清两代是武术体用思想形成的重要时期，太极阴阳学说已深入人心。其中，借助宋明理学体用结构（太极为体，阴阳为用）的“释拳”之作，首推王宗岳《太极拳论》，以此为发轫，“体用”渗透到武术知识体系的方方面面，至清末民初，形成了“拳家体用说”。将正文“问题提出”中的相应表述做了修改并用红色字体标出。
依据专家退修意见及编辑部意见，修改说明如下：
[bookmark: _Hlk101269040]1.已将一级标题中“‘宇宙生成论’为武术思想创立奠定了理论基础”改为“‘宇宙生成论’为武术体用思想创立奠定了理论基础”、“‘功夫即本体’为武术思想成熟赋予了理学气质”改为“‘功夫即本体’为武术体用思想成熟赋予了理学气质”，将二级标题中“本体与功夫：武术思想成熟的文化符号”改为“本体与功夫：武术体用思想成熟的文化符号”，凸显体用思想，修改内容已用红色字体标出。同时，将中文摘要中的相应表述做了修改，英文摘要也做了调整，修改内容均用红色字体标出。
2.已将“2.1 体用的哲学意涵”第一段的文字论述删除。对“3.1 太极与阴阳：武术体用思想的初步形成”第二段的文字进行了精简，尽量兼顾“思想生成有谱系交代”和“尽快入题”两者之间的关系；对“结语”中的文字表述进行了语言凝练和文字精简。以上修改内容均用红色字体标出。
3.已对文中（）内的解释进行了推敲，删除文中（）内的解释15处，必要解释处予以保留。
4.关于中国传统哲学的经典话语，标注方式已做统一，2.1处，修改内容已用红色字体标出。
5.宇宙论向本体论演变是一个思想史上的问题。这一衔接演变从魏晋玄学开始到宋代理学基本完成，武术体用思想演进显然也遵循了该理路。武术“宇宙生成论”至“功夫即本体”之“体用”境迁，思想生成及彼此之间的脉络谱系、承继关系等，在摘要、标题及行文中已做铺垫、梳理和说明，修改内容均用红色字体标出。
6.投稿时已按照《体育学研究》的刊文模板予以规范。
7.已将第一作者、通讯作者信息及基金信息添加文中。
8.关注并引用与本文相关的最新研究成果，引用及“参考文献”处，已用红色字体标出。
1 问题提出
[bookmark: _Hlk88600379]“武术是文化更是思想”[1]“任何思想研究的重头应该是思想史的研究”[2]“缺乏思想史背景的梳理，文本的校订和意义的阐释很可能是当代人基于其思维前见的曲解，哲学阐释也可能只是自说自话的海市蜃楼。”[3]从更大的意义上讲，“‘思想史’既不是单纯研究人们所在的外部历史境遇，也不是仅仅着眼于人们的思想本身，而是在兼顾历史境遇和主体自觉的同时，更多地着眼于两者之间的互动关系，即‘思想’与‘历史’的互动。并且，这里的‘人们’，也不是泛指群体的大众意识，而往往是那些具备高度自觉和深度思考的思想家们。”[4]因此，从人的思维活动和思维方式入手，研究人们（拳术家）于“创拳”过程中所形成的观念和认识，即人们把什么看作武术的“体”，又将什么看成武术的“用”，将武术思想的研究范围和内容置于“体用”这一对哲学范畴、思维方式和分析框架内，见微而知著，可使“武术思想”这一具有很强包孕性的问题不再漫无边际，不失为一条可行的研究路径。 
[bookmark: _Hlk88337156]“‘体用’是中国思想史中的概念，也是武术文化体系中的重要脊线。作为一对哲学范畴、思维方式和分析框架，‘体用观’对建构武术理论有着重要意义”[5]。从“体用”视角切入，对武术本体展开研究，不仅可以透视出拳术家“创拳”思想的大概样貌，藉此还能管中窥豹并寻觅其认知途径和武术思想的某种旨归。更为重要的是，武术体用思想与魏晋玄学、宋明理学、明清实学有着紧密联系，尤其在宋明理学等学术思想架构下，其体用思想的演进经过了由“宇宙生成论”至“功夫即本体”衔接演变的思想历程，每个阶段的体用思想演进，体现着逻辑认知与历史演进的统一，直接反映了历史的进程。从文献记载来看，借助宋明理学体用结构（太极为体，阴阳为用）的“释拳”之作，首推王宗岳《太极拳论》，以此为发轫，“体用”渗透到武术知识体系的方方面面，至清末民初，形成了“拳家体用说”。对于“以用为体，体在用中”的武术修习而言，“体用”对诠释与建构武术思想的意义不言而喻。既往研究对此鲜有关注。本研究旨在从“体用”这一“既旧且新”的视角切入，为武术思想研究提供更多的话语表达及可能性。
[bookmark: _Hlk76032784]2 体用的哲学意涵以及武术语境中的体用含义
2.1 体用的哲学意涵
[bookmark: _Hlk76032805]“体用”是一对中国思想中的原创性范畴。在不同语境中，其用义有别，且内涵丰富。“体用”在“中国思想”发展中形成了不同的意涵，可“理一分殊”为如下三种含义：其一，“体”指实体、形体、形质，“用”指作用、功能、属性，体用并举可概括为实体与作用的关系；其二，“体”指根本原理（原则），“用”指具体应用（运用），可概括为原理与应用的关系；其三，由具体的实体与作用的关系演变为本体与现象的关系，这里的“体”指本体（本质），“用”指现象（表现），其中括号意味着在逻辑上被包含。在第一种含义中，具有代表性的如唐代崔憬的“质体功用”说。崔憬在《周易探玄》中总结道：“凡天地万物，皆有形质，就形质之中，有体有用。体者，即形质也；用者，即形质之妙用也。”崔氏的比类阐发为古典思维模式下的体用轴系，也是“器体道用”的转语，这种“以体用喻道器”的认识从哲学层面来讲还稍显模糊。南宋朱熹在“实体与作用”的关系层面上使用“体用”这一对范畴，如《朱子语类》卷六云：“如这身是体，目视、耳听、手足运动处便是用。如这手是体，指之运动提掇处便是用。”在这里，“体与用”指代的是具体事物的物质实体及其作用、功用。持此种观点的还有理学家邵雍，在邵雍那里，体与用的关系即“体无定用，惟变是用。用无定体，惟化是体”，这种解释保留了“体用”二字的朴素含义。使“体用”上升到本体与现象的哲学高度，首推魏晋玄学。三国魏王弼《老子注·三十八章》：“万物虽贵，以无为用，不能舍无以为体也。”即是说，万物虽珍贵，但以“无”为宇宙本体，不能离开“无”以为用，开创了由讲一物之体用到论说整个宇宙之体用的先河。到了宋明的理学心学时代，二程（程颢与其弟程颐）以“理”为体，以“象”为用：“至微者理也，至著者象也。体用一源，显微无间。”[6]在阳明的时代，“体用”已不是一般概念、范畴而成为人格修养或道德自我践履的终极目标，时人称之为“体用之学”，其晚年“身体力行”提出“良知”说，在“体用一源，显微无间”的总体逻辑下阐发良知本体功夫的特征、属性和作用。于此“即功夫即本体”，功夫所至即见本体，将心学本体论推向极致。
2.2 武术语境中的体用含义
   “体用”在武术语境中有三种含义，散见于“武经”“武论”之中，与“体用”的哲学意涵之分相应，反映了人们依其实质含义在武术中的使用倾向（表1）。其中，吴殳《手臂录·枪法微言》中的“因敌成体”说以及《无隐录》中借“体用”解释器械（枪棍）形质与功用的关系，是目前所见清代最早的体用表述；从“理法”（原理与应用）层面形成的哲学思维，属于武术语境中体用的第二种含义，如“演练为体，对打为用”“盘架子为体，对习为用”“自习为体，临敌为用”等；吸收宋明理学“静体动用”的形上意蕴，上升到本体与现象的哲学高度，形成了“（太极）以定为体，以动为用”“（形意拳）养灵根不动心者为体，固灵根动心者为用”的体用结构。如徐震在《太极拳谱笺·十三势行工歌诀》中开篇即论：“十三势虽多言用，而定之一字，亦摄心法，乃太极之体。故十三势实赅括体用，称为总势者以此。”在这里，徐震将十三势中的“定”视为太极拳之“体”，以势“定”为“宗”，而将“掤、捋、挤、按、采、挒、肘、靠、进、退、顾、盼”诸法视为太极拳之“用”，这种思维方式为“静体动用”体用观的典型范例。“体用”是武术思想中特有的概念和范畴，其内涵被人们诠释并赋予意义的背后体现着逻辑认知与历史演进的统一。因此，从实体与作用、原理与应用上升到本体与现象的哲学高度，考察武术体用思想演进何以在主体自觉这一条逻辑主线上由“宇宙生成论”以致“功夫即本体”？这是本文要着重论述的问题。
表 1 武术语境中的体用含义
Tab.1 the meaning of Ti-Yong in the context of Wushu
	书著名称
	拳术家对“体用”的论述举隅
	体用的哲学意涵

	《无隐录》
	长棍七尺五寸，短枪九尺七寸，其体相近，其用
天渊。
	实体与作用

	《孙禄堂武学录》
	以太极架子、进、退、顾、判、定言，谓之体；以掤、捋、挤、按、采、挒、肘、靠而言，谓之用。
	原理与应用

	《孙禄堂武学集注》
	一气八卦为其体，六十四变，以及七十二暗足互为其用。体亦谓之体，用亦谓之体，体用一源，动静一道。
	原理与应用

	《太极拳论》
《孙禄堂武学录》
	太极者，无极而生，阴阳之母也。
养灵根不动心者为体，固灵根动心者为用。
	本体与现象
本体与现象

	《太极拳谱笺》
	十三势虽多言用，而定之一字，亦摄心法，乃太极之体。故十三势实赅括体用，称为总势者以此。
	本体与现象

	《苌氏武技书》
	气以心为体，心以气为用
	本体与现象


3 “宇宙生成论”为武术体用思想创立奠定了理论基础
3.1 太极与阴阳：武术体用思想的初步形成
以“太极”一词为界说的专名由来已久。在早期古文献如《易传》（“《易》有太极，是生两仪”）《周易正义》（“太极谓天地未分之前，元气混而为一”）《汉书·律历志》（“太极元气，函三为一”）中都有论及，这里的“太极”被认为宇宙万物的本源，即宇宙天地和阴阳两仪“淳和未分”的“元气”。其中“易有太极，是生两仪”可释为：由作为宇宙万物之本源的太极分化出阴阳二气。对此孔颖达解释道：“太极谓天地未分之前，元气混而为一，即是太初、太一也。”宋代刘牧在创造河图时说：“太极者，一气也。天地未分之前，元气混而为一”。邵雍《皇极经世》体系，其基础也延续了“阴阳二气消长循环”之说。在中国思想史中，这个混成一体的“太极”，言下之意是“气”，而不是“理”，是故太极剖判，化生阴阳，为传统观念。二程在“万物之始皆气化”的基础上论证由“气化”而产生万事万物的命题，对宋明理学理论思维的发展起到了促进作用。南宋朱熹认为阴阳二气与万物化生皆是太极之“理”自身的显现或展开，其“太极论”（《太极图说解》）为《太极图说》注入了新的思想内涵。关于“太极与阴阳”这一对“体用”关系，朱熹主张有其体方有其用，太极只是一个理字，又说“盖太极是理，形而上者”[7]，可见，“理”在朱熹思想中是与“太极”等同的“本体”概念，这里的理（太极），指的是产生天地万物的本体。
在中国的思想世界中，太极思想影响广泛并众所周知，太极是万物演化的始点，宇宙（天地）则是一个“太极生两仪”的生成过程。“太极”二字训为宇宙万物之本体始于周敦颐的《太极图》及《太极图说》。《太极图》内蕴的“太极学说”几为理学体用结构中宇宙深化论之正宗，为明末清初之后的王宗岳、武禹襄、陈王廷、陈长兴、陈鑫等援引《太极图说》以阐释拳理潜下契机。依《太极图》所示，“太极”一动一静正是在“元气”的推动下始生阴阳万物。实际上《太极图》及《太极图说》所表达的终极思想即在“无极而太极”的基础上追问生命生成背后的本原。就历史脉络而言，在两宋知识、思想和信仰世界里，人们习惯用“无极而太极”“太极动而生阳，动极而静，静而生阴，静极复动”“无极之真，二五之精，妙合而凝”依次相生的关系解释宇宙（天地）的演化，宋理学家普遍接受这种看法，即是说，周敦颐的同时代人把“元气”作为万物的始点是一个普遍价值选择。周子通过对“无极而太极”“太极动静而生阴阳”的思考，在《太极图说》中明言：阴阳五行万物皆出于太极，太极与阴阳五行万物构成的是“体与用”上的逻辑关系。又说，“五气顺布、四时行焉”，“二气交感、化生万物”，表明阴阳、五行都是气。根据文意可理解为：“无极而太极”的本质、实体是气，阴阳、五行则是气之性质与功能的具体表现形式，人与天地万物都是气化生的结果。作为中国古代思想的集大成者“太极学说”，内寓万物阴阳消长之理，为拳术家提供了广阔的想象和阐释空间，成为武术的哲学基础就不难理解了。
[bookmark: _Hlk68296501]太极阴阳学说是在气一元论（“气”化生宇宙万物）基础上建构起来的。从武术思想史的发展来看，太极阴阳学说肇始于春秋战国时期，《庄子·说剑》与《越女论剑》已有剑法阴阳理论的阐述，其中的“夫为剑者，示之以虚，开之以利，后之以发，先之以至”“道有门户，亦有阴阳，开门闭户，阴衰阳兴”已契合“道”之阴阳形态，剑法通过“布形候气，与神俱往”上升为“道”的层面即太极（形、气、神的妙合一体）。“‘开以阴阳’‘道有门户’为后世借用‘阴阳’概念和范畴阐释武术理论提供了源头活水”[8]。明、清两代是武术体用思想形成的重要时期，明人将“阴阳”一词运用到武术中，亦从器械层面指代动作技法的变化，如程宗猷《少林棍法阐宗》中说的“出手为阳，收手为阴”，俞大猷《剑经》提及的“阴阳要转”“更有阴阳诀，请君要熟记”等。清代以后，“阴阳”范畴被普遍运用到拳论、拳理和拳谚中，如“鹰熊竞志，取法为拳。阴阳暗合，形意之源。”（《形意拳》）“伸之为阳（鹰势），缩之为阴（熊势），均暗合阴阳也。”（《武当绝技》）“练形不外阴阳。阴阳不明，从何练起。”“阴来阳逆，阳来阴逆，不偏不倚，无过不及，落点还元，即是此法。”（《苌氏武技书》）“人一身伫立之间，须要配合阴阳，方知阴来阳破，阳来阴破之妙。若不明阴阳，则无变化之妙，而有呆钝之嫌。”（《少林寺短打身法统宗拳谱》）从武术的运动状态和运动属性来看，正因为有阴与阳对立统一的运动，才会有动静、刚柔、虚实等相反相承、互为因果的变化，才会产生阴阳化生之功用，这是人们普遍接受的看法。就体认的观点来看，拳术家借“阴阳”阐发拳理的言说模式以及形成的认知架构基本沿承了前代的理论，并在此基础上有所发展。俯瞰武术发展的历史长河，清代王宗岳借用《太极图》的阴阳哲理解释拳理，将“阴不离阳，阳不离阴”、阴阳对立统一的辨证思想寓于太极拳之中，可谓武术中的一个历史事件，为拳术家立派立言立德提供了理论资源。周敦颐《太极图说》“太极—阴阳—五行—万物”的宇宙演化模式，反映在王宗岳《太极拳论》中，即在“无极而太极而阴阳”的体用结构基础上，又派生出五行和八卦的太极拳技术架构，“标志着传统太极理论与古典哲学文化的最终契合”[9]。《太极拳论》开篇所说的“太极者，无极而生，阴阳之母也。动之则分，静之则合。无过不及，随曲就伸。人刚我柔谓之走，我顺人背谓之粘。动急则急应，动缓则缓随。虽变化万端，而理唯一贯”即太极阴阳学说在武术哲理上的具体体现。
3.2 武术“宇宙生成论”思维方式的哲学内涵
周敦颐“太极学说”的诠释进路为武术体用思想的建构奠定了哲学基础。周子以“太极”熔铸一切，其贡献在于“在阴阳五行上面安置了一个本体世界，把阴阳五行化生万物的功能与作用看作是太极本体的体现，表现了与阴阳五行家仅仅从‘结构’和天人感应的层面理解对象的不同致思倾向”[10]。一方面，他对宇宙本体的理解是“无极而太极”，再一方面，太极元气由于其内在的阴阳动静的作用，派生出金木水火土五行，又由“二五之精，妙合而凝”（“二”指阴阳，“五”为五行），即由阴阳五行之精妙而化生出万事万物和人，从中指出了“太极”生化的动因或机制。这种“天人同道而贯通为一”“主静立人极”的思想观念，蕴含着“太极为体，阴阳为用”“阴阳互为其根”体用观的初涌，不仅与先秦及秦汉以来的阴阳五行结构的宇宙生成图示有着某种渊源关系，也为太极拳有别于形意拳、八卦掌取“五行”“八卦”之理而以人为师，取“一气流行”之理，体认“天地运行”之理气奠定了世界观和方法论。
在本体与现象上，太极为体，阴阳为用，阴阳二气的消长是太极的显用，这是宋明理学所说的“体用一源”。从周敦颐《太极图说》与王宗岳《太极拳论》的体用结构来看，太极与阴阳实为体用关系。太极为体，阴阳则是太极与天地万物相作用时的运动规律或称方法论。拳术家运用“太极为体、阴阳为用”的哲学思维方式阐释拳理，借阴阳、动静、刚柔、虚实、开合等哲学范畴作为知识与思想的载体并展现为描摹身体之感的解释学，这对武术的理论体系构建具有里程碑式的意义。正如葛兆光先生所言：“支撑古代中国人观念性框架的背景是关于宇宙时间与空间的想象与经验，以及由此推论出的太极、太一、两仪、阴阳、五行、八卦等概念符号体系”“这些符号在人们心中形成了一整套的观念，又由于类比和推想，渗透到一切的知识与思想之中。”[11]受周敦颐《太极图说》宇宙论模式影响，依《太极拳论》文本所述，太极拳取人之身一气（太极）流行之“理”，以阴阳（攻防）、刚柔（劲力）、虚实（招法、重心）、屈伸（姿势）、进退（步法）喻其作用是确定的。“太极生两仪”的武术“宇宙生成论”是将整个宇宙“具身化”的一种思维方式，反映在拳势中，人立身中正平和，未动时混然为一太极之体, 只要稍微一动就可分出阴阳、产生虚实。太极为体，阴阳为用，进而产生动静、刚柔、虚实、屈伸、进退等身体姿势的相反相承变化，这与宇宙的阴阳消长、转化规律是一致的。拳术家巧妙地将“太极”之“理”进行转换，借“身体之拳”来寻阴阳虚实之变，明了阴阳互根为懂劲，正所谓“阴不离阳，阳不离阴，阴阳相济，方为懂劲。懂劲后，愈练愈精，默识揣摩，渐至从心所欲。”《太极拳论》以太极立论，以阴阳生化之功用解释拳理，其“太极者，无极而生……”（无极而太极）“阴阳相济”（阴阳互根）“不偏不倚”“无过不及”（无所偏倚之中）等原理实为宋明理学体用思想在太极拳术中的运用和体现，所谓“道寓于器，理在拳中”是也。
3.2.1 “身体微观宇宙”式的话语建构
在“身体微观宇宙”式的话语建构中，理学家所理解的《太极图》与道家理解的《太极图》意义有所不同。首先，道家和理学家在“天人在本体上是一”的理解上本无二致，并且也都认为天地大宇宙，人身小宇宙，“如月在天，只一而已，及散在万川，则随处可见”，但是在修炼的终极意义上不在于此图所揭示的宇宙论和世间万物创生过程，而在于这个创生过程要追溯到存在于宇宙创生之前的“无极”，因而这个“太极图”是自下而上读的，这跟理学家依图由上而往下读正好相反。其次，图的象征意义不同，理学家理解的“五行”是气之性质与功能的具体表现形式，道家则将“五行”对应人体的“五脏”，并且组成图的三个部分（顶端的两个大圆圈，底端的两个圆圈，以及上下两组大圆圈之间的金、木、水、火、土五个小圆圈和一个小圆圈形成互通的组合体）所表示的不是由“无极之真，二五之精，妙合而凝”所开出的“万物生生而变化无穷”，而是人身体内的三个“丹田”，分别对应人之体的腹部、胸部和头部。道家有“元精”“元气”“元神”修炼之说，而“内家拳”的内功修炼（练气）基本采用了道家修炼内丹术的方法，形意拳“炼精化气、练气化神、炼神还虚”之气化过程就是一例。受此影响，“内家拳”在吸收借鉴基础上形成了练形质以使元气充盈、练元气以调神气妙用、练元神以还虚灵之道的内功修炼图示。在“身体微观宇宙”的思想指导下，武术的内功修炼（练气）活动，被认为是与宇宙“同构”并建立联系的重要一维。如曰“人之一身，浑身上下都是太极，即浑身上下都是拳。不得以一拳目拳也。”（《陈氏太极拳图说·太极拳推原解》）可见，这种“身体微观宇宙”式的话语建构从技术层面来讲也来自道家。最后，思维方式上的差异，与道家讲求内丹修炼要追溯宇宙的创生过程而回到万物生化的原点——“无极”不同，理学家的构想则认为人是宇宙性的存在，在本体上与宇宙为一，因此人要修炼（自我实践）就必须在主体存在上主动参与并建构由“无极而太极”的运行所开出的宇宙自然演化过程。周敦颐的《太极图》和解释《太极图》的《太极图说》最大的贡献就在于这个图不仅揭示了一个形上宇宙架构，在阴阳五行上安置了一个本体世界——“太极”，更为重要的是，这一形上宇宙架构是一个建立在道德意义上的形上宇宙架构，是有关“人之所以为人”的理论构想。所谓世界、宇宙的本体，宇宙本体即是宇宙的终极根据以及人生价值的源头可以从《太极图》及解释《太极图》的《太极图说》中可见一斑。
[bookmark: _Hlk88765831]从横向来看，传统哲学宇宙论思维方式与西方宇宙论不同，其直接指向的是天与人、体与用的关系，两者不是二元对立、非此即彼的。我们知道，传统哲学的最高理想是“天人合一”，周敦颐《太极图说》论证的落脚点也在于此。所谓“天人合一”包含两个方面：一个是人（主体）与宇宙本体（天地）的关系，一个是人（主体）与道德本体（本心）的关系。在拳术家看来，人作为身体技艺与情感意志的主体，可以通过描摹身体、雕琢技艺与大本大源的天道（太极）相互感通，实现“合体用，一天人”的武学修为境界。从纵向来看，“身体微观宇宙”式的话语建构源自《易经》（又称《周易》）“近取诸身，远取诸物”说，即是说，从身体经验类推世界、宇宙经验的思维方式为武术理论体系建构奠定了基础。这种思维方式是在传统哲学理论资源浸润下形成的，在不断推动主体提高认知途径、提升道德修养的同时，也使得习武者“主动周察天地万物之理，积极感会天地万物之性，尽力融摄天地万物之神，接近、趋向甚至与宇宙本体相合一”[12]。他们通过修习，得以切实体察阴阳相济之道、形神妙合之理，这其中所收获的身体感觉和情感知觉，不仅是因躬身力行、持之以恒而“以此感知世间事物的变化，体认天地万物之理，融摄天地万物之性，以回归自我本性，浑然与天地一物”[13]，更是习武者“体察天地之变，洞观万化之源，而心不为其劳役，在高度思辨的过程中获得的理性体验”[14]。正因如此，武术技术创造强调象形取意和道法自然，在“道进乎技”（语出：《庄子·养生主》）“技进乎道”（语出：《八卦拳学·序》）的双重循环修行中，追求人之身体内外与宇宙自然的贯通一体，即所谓“物我一体，内外无隔”的应然之境，这种基于对宇宙自然认识而生成的“天人一物，内外一理”整体观为武术提供了一个很重要的认识论基础，在这一认识论的指导下，习武者只有通过长期体认，用身体感悟拳理，体物而其用不遗，才能使功夫上身（“功夫”所至的功力与素养），达于身体之“道”而近乎天地之“理”，此“道”此“理”既是武术所追求的终极目标，也是主体实现内在性超越的终极指向。
3.2.2 “由道而理而内劲”的话语转换
“由道而理而内劲”是武术思想史发展的必然。在道家的视阈中，“道”是一个最基本的范畴，它既是宇宙生成的根本，也是宇宙变化发展的客观必然法则，它存在于大小之境，网罗有无两界。如周敦颐《太极图说》开篇所说的“无极而太极”，其中的“无极”就是援引自道家，老子云“为天下式，常德不忒，复归于无极”。也就是说，古人对宇宙世界的理解，在某些方面有相通之处，这在思想发展中是经常出现的现象。老子认为太极的精神是“道”，由无所不贯的“道”演化出天地万物；同时“道”又是本体意义上的天地万物之本体。即所谓“道生万物，万物归于道”。传统武术把老子的“道”吸收进自己的体系里，它的表现是通过习武者“行拳走势”而获得一种生命本真的体悟和人生价值的追求，以及对天道自然、宇宙间事物“生化之理”的体认。武术的修炼过程，本身就是生命主体的“求道”（体证）过程。因此，“一阴一阳之谓道”思维方式所开展的武术之理，终极处在于保养身体、养护生命进而达到“详推用意终何在，益寿延年不老春”“法于阴阳，合于术数”的修习境界，与老子“道法自然”“复归无极”之旨一脉相通。此外，道家有“修道逆行”或练“返还”之说，从体用结构看，先天为体，后天为用，让后天之“练”返回至先天“主敬”状态，也即回归“本体”“本质”“本真”。“敬”是通贯“动静”、贯穿“内外”的功夫，传统武术训练遵循了该理路，如形意拳“明劲”“暗劲”“化劲”，太极拳“着熟”“懂劲”“神明”，大成拳“以言其体，则无为不具；以言其用，则有感即应”等表述，是将为武、用武之道在主体（身体）之中展开的，其生命力在于对劲力本体的表达和对主体（身体）的塑造，“习武”是“先天自然之能”亦即劲力不断找回的过程，复归于“自然劲”“先天力”的过程，亦即回归“先天”（身体），拳理所揭示的“静为体，动为用”，拳势中的“以练周身一体的内气与劲力为体，以练攻防一体的技击战术与技巧为用”经由主体（身体）体认、体悟、体证的功夫路径而得以著显、澄明，“功夫技艺上身”进而“不思而得，不勉而中”的“触而即发，感而遂通”境界，正是对刘宗周“工夫愈精密则本体愈昭荧”“识得本体，则工夫在其中”[15]的最好诠释。
[bookmark: _Hlk87559339]张震[16]认为，“传统武术的‘以气充体’和‘周流不滞’本质上都是为了表达武术技击体认的本体：劲力。然而，‘劲’本身是无实体的，难以言传，因而古代武术家借‘气’而‘象’之。由此，身体的节节贯串，往往被表述为：‘完整一气’‘一气呵成’‘上下一气’‘动静一气’‘三气合一’‘周身一气’等，这种大量由气‘象’劲的方法，所类通的正是自然界流动不居、不可割裂的完整‘气动’”。可见，武术内气与劲力互为依托，相即不离，拳谱中的“周身一体”“周身一家”“周身一气”始终未脱离“以气象劲”的言说模式。气是“天地大宇宙”化生万物的本源，也是“人身小宇宙”运动的原始动力。传统哲学对“气”的研究由来已久。先秦时期，庄子秉承老子“万物负阴而抱阳，冲气以为合”的微言大义，指明阴阳二气是形成万物的物质基础。宋明时期。“气”学说上升为本体论的高度，理学家张载以“太虚”论本体，是对传统哲学“气本论”思想的延续，他认为：“太虚无形，气之本体；其聚其散；变化之客形尔”“太虚不能无气，气不能不聚而为万物，万物不能不散而为太虚”[17]，在张载那里，“太虚”是“气”散无形后的“本体”状态，“太虚”相对于“气”不是并列或时间先后的关系，而是体与用的关系，即太虚以气为用，气以太虚为本体。孙式太极拳创始人孙禄堂也沿用这种言说模式，他指出：“夫道者，阴阳之根，万物之体也。其道未发，悬于太虚之内；其道已发，流行于万物之中。夫道，一而已矣，在天曰命，在人曰性，在物曰理，在拳术曰内劲，所以内家拳术有形意、八卦、太极三派形式不同，其极还虚之道则一也。”[18]“太虚”概念和范畴被武学宗师孙禄堂援引并以此阐释太极、形意及八卦拳理，已发/未发、太虚/气的理学言说模式、价值取向就是一例。而最重要的是，这种思维方式妙合了理学与武学相互贯通之“理”，“在天曰命，在人曰性，在物曰理，在拳术曰内劲”道出了明清以降“内家拳”理论建构和技术体用（此处的“体”可作体认、体悟和体证理解）的本质所在。
4 “功夫即本体”为武术体用思想成熟赋予了理学气质
4.1 本体与功夫：武术体用思想成熟的文化符号
从历史发展的角度来看，体用范畴被运用到认识论、伦理学和方法论领域时，尤其在阳明心学出现之时，“体”已不再是“太极”，作为“体”之属性的“用”已不是“阴阳二气”，这里的“体”就演变成了认识主体和道德本体，与道家、佛家的“意会”不同，宋明理学更强调“体认”“体悟”“体证”的功夫进路，立基于“体”之主体动用的含义，“用”就成为改善认识主体或实现道德本体（本心、心之本体）所采取的修养手段和方法，即所谓“功夫”了。在武术中，“功夫”既指代“格拳”投入的时间与精力，又突出“功夫”所至的功力与素养。从文化语境的层面看，魏晋玄学至宋明理学所完成的宇宙论向本体论转向影响到了拳术家的思维方式。如果说“宇宙生成论”丰富发展了武术的认识论体系（关于人自身及人自身与宇宙万物关系的认识），为武术体用思想创立奠定了理论基础，那么，本体功夫哲学则隐含了拳术家对武学心性功夫修炼的推重，体认武学之“道”并进而向内觅“理”，这种思维方式根植于武术文化结构的最深层，在日用之中支配与制约着人们的修炼、践行以及行为方式。“功夫即本体”是理学体用思想在武术中的具体运用，由“身体宇宙”至“功夫本体”衔接演变的思维模式在主体自觉这一条逻辑主线上赋予了武术“体用”新的哲学内涵。
[bookmark: _Hlk71361747]学问的开端离不开思想史的梳理，武术亦然。通过梳理武术史的相关知识可知，拳术家对于武术本体的研究，宋明以前还基本停留在形而下的肢体文化与技法层面，明清时期重点不在于此而转向对内气与劲力的探讨。这种由形而下的肢体文化与技法向形而上的内气与劲力的研究转向，既是武术与军事分野趋向个性化发展之后，“由制人到制己”发展的必然选择，同时是主体对武术“体用”内涵进行分析、选择后的必然结果。习者心性主体“由器械而拳术”的主观意愿之显现就是一例。晚明至清代转型后的拳术修炼观也更多是沿此“即本体即功夫”路径“体用一源”进而“显微无间”的。此外，“内家拳法”大都主敬、主静，依然没有脱离宋明理学尤其程朱理学的范畴，宋明理学中的“理气”范畴在传统武术中的运用就是一例。理气，本体论上，是理气不二（言理则气在其中），功夫论上，则气是理，心渗入身、即身是心。从中观层面来看，武术动作中的“理”与“气”是不分的。这种“体用观”为武术提供了的理论支撑和方法论依据。从求气理的途径来看，八卦掌有“理气为体，身体手足变化为用”[19]，太极拳从主体（人）身体动作开合动静相交处的一气之流行中求理（劲），在太极拳知识体系中，“气以直养而无害，劲以曲蓄而有余”“太极即一气，一气即太极”，实际上道出了太极拳术的本质，即以“理气”为基础，以致一气流行之“中和”为功夫进境。以上可见，传统武术对于“理”“气”概念的理解，对于本体与功夫关系的态度，与宋明理学尤其程朱理学在整体上是一致的。
在中国思想史这条大河之中，宋明理学可算作湍急壮丽之一处。阳明心学与程朱理学进路有所不同，宇宙论与天地万物创生的问题不在阳明入手处，其入手考虑的是人的世界，即把天理直接拉向人心，良知即天理，心即是理，心外无理，此心此理，人固有之。这里的“心”并不是指知觉而言，而是指“心体”或“心之本体”。因此，王阳明说：“即体而言用在体，即用而言体在用，是谓体用一源。”[20]换言之，体是用之体，用是体之用，本体与现象处于相即不离的辩证状态。为静时可见心的本体，动时可见心的作用。因此，体和用不但不能相互分离，而且本来就是你中有我，我中有你，互为一体的。其心学“体用观”的本质以人的体验认知、内心活动为前提，以“知”（内在的精神状态）为基础构筑起来的体用关系对武术理论的影响有莫大的关系。明清之际，阳明提出“致良知”，以“良知”（先天的、本然的或未受人欲干扰的道德理性）作为心之本体来说明道家的精、气、神，为各阶层尤其下层民众所接触和接纳，此一时期，正是武术“大繁荣大发展”时期，因此，拳术家对“心”（良知）的阐发自然会受到阳明身心之学的影响。例如，清代吴殳《手臂录》专列“治心篇”，有“用技易，治心难。手足运用，莫不由心”的体用阐发。《太极阴阳颠倒解》》解释道：“夫如人之身心，致知格物于天地之知能，则可言人之良知、良能。”这与阳明提出的“良知者，心之本体”“体即良知之体，用即良知之用”在哲学体用内涵上是相通的。值得一提的是，明清之后的拳种训练大多受到了阳明心学之心性功夫修炼的影响，如“脱枪为拳”的心意六合拳、“拳禅合一”的少林功夫等。
由此可见，武术各拳种训练在方式方法上虽有差异，但其共同本源和理论基础都是围绕“理气”“动静”“心性”等体用结构进行言说与体证的。在这里，体用范畴就等同于本体功夫范畴，“体用合一”便与“本体功夫合一”打通。所谓“即道体即体道”，“拳术之全体大用无不明”的超然境界经由主体（身体）体认、体悟、体证的“抵入”径路而体现“技道并建”[21]的方法论品格了。
4.2 武术“功夫即本体”思维方式的哲学内涵
4.2.1 “运用之妙，存乎一心”的本体功夫论
[bookmark: _Hlk72751307]“运用之妙，存乎一心”是一种源于对兵法之常的体认而又不拘泥于战阵形式的辩证思想（语出：《宋史·岳飞传》），武术理论受兵家思想的启发，更多地“表现为对其战术思想的直接移植，或者直接运用兵家理论来论证自己的武术思想”[22]，形成了“形神俱妙”“体用兼备”的“具身化”思维。实质上，在武术理论中引用兵家论述，吸收借鉴本身即是对古代军事哲学的一种兼容或转化，以为武术之“用”。不可否认，具有“两两相当”搏杀属性的武术技击，自然不完全等同于古代的军事作战，但两者形式上的差距，并不会影响两者在认识理念上形成某种默契。从传统武术的训练思维来看，习武者注重心之本体与形、神之妙用的心性功夫修炼本身是对“功夫即本体”的诠释。例如少林功夫就将“练心”与佛门的练就“不动心”融为一体，即所谓“禅观练胆法”[23]。《少林拳术秘诀》中记载:“究其极致所归，终以参贯禅机超脱于生死恐怖之域，而后大敌当前，枪戟在后，心不为之动摇，气始可以壮往。”“欲学技击先学不动心。”[24]在拳术家看来，禅是超脱生死，消灭恐怖心的一种方法，参禅旨在练就“不动心”，只有静心、胆大，将生死置之度外，武技才能够达到出神入化的境地。武术吸收佛家“禅定”修习方式，侧重于对“心”的修炼，其修持的终极境界，即是超越武术。正如陈鑫在《陈氏太极拳图说》中所说：“自初势至末势所图者，皆有形之拳，惟自有形，造至于无形，而心机入妙，终归于无心”，这种表述与《庄子·养生主》中庖丁解牛“以神遇而不以目视，官知止而神欲行”的境界是相通的，都说明了心、手关系。少林功夫也好，太极拳术也罢，功夫体认皆有一个“复”的理路，即从“有心”“有形”的思维推向“无心”“无形”的“神明”境界（前人亦用“神化”、“脱化”等指称）。在传统训练中，一招一式的形架练习只是个走向脱化神明的起步阶段，“练体”至心手相凑，周身一体，“练用”至随心所欲，不落形迹，功夫已臻化境时方为“神明”。这里的“神明”，可理解为功夫得以校验或达到的一种应然境界。
[bookmark: _Hlk92756987]“练拳不知体中用，枉费功夫终无成”。就“体”而言，武术“动静”（已发/未发）“感应”（即感/即应）亦摄心法。周敦颐曰“动而无动，静而无静，神也”。武术讲“动中含静，静中含动”，虽是说法不同，道理却是相近的。“动中含静”指手、眼、身、步的外动和心神意气的内静，动静处蕴含进止之机；所谓“静中含动”，并非身体的不动或思维的枯寂，而是身心被调动的最活跃的时刻，如形意拳三体式“三尖相对”之“静”就蕴涵着意念引导全身上下、左右、前后协同攻防之妙。动亦定，静亦定也。“静”（定）乃武术心性功夫修炼之“本”，为静时可见心之本体，动时可见心之作用。戚继光在《止止堂集》中云：“感应即是本体”，戚氏称“势势相承”之拳为“遇敌制胜，变化无穷，微妙莫测，窈焉冥焉，人不得而窥者，谓之神”。苌乃周解释道：“神者，心之灵明，触而即发，感而遂通也。”[25]就“用”而言，“形”是“用”的原则、基础，“神”是“用”的实质要求，形、神妙合为用，经长期体认实践，才能在环境应对中“劲贯招而行”“招随劲而变”，与人交手才能产生“触而即发”“有感即应”的技击意识。功夫技艺练至“形神俱妙”处即是“心之灵明”正当处。吴殳在枪法的体用诠释与阐发中云：“手足运用，莫不由心”“我无所能，因敌成体。”[26]如果说“由着熟而渐悟懂劲”是“得之于己”功夫上身的必然结果，“懂”是“心之灵明”的本能活动，那么“由懂劲而阶及神明”则是“施之于彼”功夫进道的无上标举，“明”包含着心性主体对基于双方时空、距离变化所形成的各种“机”（几）“势”（力）的洞彻和把握，“心者，形之君也，而神明之主也”（《荀子》），这也正是持续牵引武者们“衣带渐宽终不悔，为伊消得人憔悴”的强大动力。因此，功夫（由着熟而懂劲而神明）至最高次第为“神”，善用功夫处，即是本体正当处，心（定、静）为本体，心之本体的发用流行、体认实践（形、神之妙用，拳、法之精微）即为功夫，于此心（知）身（行）合一，体用一如，功夫所至，即为本体。清代武术家杨炳在《习武序》中注明：“至圣之心如明镜止水，无彻不照，事来随应，不先事而为之备，不后事而为之留，切契内外之道，深合时措之宜。”陈长兴在《用武要言》中指出：“胆欲大而心欲小，运用之妙，存乎一心。”[27]可见，拳术家们围绕技击所体证出的“触而即发”“有感即应”思维方式与王阳明在《传习录》中所说的“心之神明原是如此，工夫方有着落”在本体功夫进路上是一致的，意即所谓“灵明”之本体，也就落实在“具身”的功夫走向之中。
4.2.2 “中和为体，致中和为用”的致道体用论
就修养处而言，理学家心性主体的精神修炼和道德实践是一种工夫与习武者心性主体的修炼和武德实践是一种功夫在哲学含义上是相互贯通的。传统哲学的“心无本体，工夫所至，即其本体”“日用常行即是道”是将作为道德、伦理、心性等道体之诠释赋予体认、体悟和体证的工夫。从这个意义上说，习武者改善心性主体（或者说心之本体）的修炼与武德实践也是一种“功夫”。在这里，工夫通功夫，变化气质是功夫，“中”是立人之本，变化气质之体，“和”是行为之方，刚柔曲直之用，正所谓“诚于中者必形之于外”，故《中庸》有“喜怒哀乐之未发谓之中，发而皆中节谓之和”的“中和”境界之说。以王宗岳《太极拳论》“不偏不倚、忽隐忽现”与“无过不及、随曲就伸”为例，“不偏不倚”“忽隐忽现”的“中”是作为心体的“中”，是“本体义”，是对心之未发的“体”而言。陈鑫对此“中”有着更为明晰的理解：“不偏不倚，非形迹之谓，乃神自然得中之谓也。”“无过不及”“随曲就伸”的“中”是作为行为实践的“中”，是 “发用义”，是对心之所发的“用”而言。其意指明：过与不及皆为“失中”，掌握阴阳虚实之机，当在他力将发而未发之际，体认“时中发用”“乃见中因”之道（体道），使整个运动体上处于“太极”的灵性通达状态。此“四句教”即习武者所讲的“既可练，亦可发”的“体用”一体。所谓“中也者，天下之大本也；和也者，天下之达道也”，孙禄堂在《拳意述真》中也说：“此时方知形意拳是个中和之道理，所以能变化人之气质而入于道也。”[28]其意是说：心性与拳术，心体与功夫本是体用一源、显微无间的关系。在这里，即功夫即本体，即心即理，理不在拳外，心外无拳理，功夫以本体为提撕，本体以功夫为著力，形意拳格“五行”“十二形”也好“致中和”也罢，各形各理实为一“理”。
孙禄堂提出的“中和为体，致中和为用”与《中庸》“喜怒哀乐之未发谓之中，发而皆中节谓之和”、王阳明“良知为体，致良知为用”在内在结构上是一致的。在阳明这里，中正内心属于未发，修养自身属于已发。心正也就是中，身修也就是和。孙禄堂认为：“在内为意，在外为形。意之所至即气之所至，养气功深得中和之正轨，而形于外者，自然从容中道，形上形下一以贯之。”[28]“致中和”是为武、用武之道的至高境界。杨谱中也说：“诚者，天道；诚之者，人之道也。”直取《中庸》篇中的观点论述拳术之全体大用。由此可见，中国武术以“中和为体，致中和为用”为进道功夫，以追求理想人格为体认阶序，以“理”之体描摹身体，以“法”之用雕琢技艺，追求理明法精的应然之境，在身体处于虚实、进退、屈伸中“格拳”“致道”，这个道即武术之道——劲的习得。在《太极拳谱》中，陈长兴首次提出武术（主要指的是拳架套路）运动“无往非劲”的观点。这既是各拳种在长期训练实践中形成的“共识性”思维，也是习武者以技服人、以德服人进而变化气质的“中和”之道。“习武”是明心见性、性命双修的体认过程，与西方体育追求“野蛮的文明”或“人的自然化”旨趣不同，中国武术是以“体道，味道进而以武入道”为思维进路，在道体之诠释中注重“自然的人化”（道德本体或伦理主体）的内在性超越，在这里，主体武德与功夫践履弥合一体，立人之本（内在本性）与行为之方（外在规范）相统一，所谓“外现功夫，内蕴武德”[29]，“拳以德立”的价值规定之于习武者的整体气质，是在礼之体“德”的规定下知（智）勇精神的体现，强调“涵养道德”的“中和”境界，习武者主体变化气质时恰是性体流露处，避免武德失范和不加节制的粗俗野蛮。
5 结语
“思想二字从心，心之官则思”。从武术“宇宙生成论”至“功夫即本体”的“体用”境迁这条线索（视角、路径）来看，历代拳术家对武术体用的探究展现了其对武术本质的持续关注和体认，但是，不管哲学认识和使用倾向如何变化，只要从本体与现象的哲学角度去认识和理解武术体用范畴，其基本含义则相互贯通，没有明显的分歧。从哲学思维来看，武术之“体”有本体、本质、实体等含义，“体”蕴意根源、根据与不变；武术之“用”有表现、作用、功用等含义。作为分析框架来看，武术之“体”（如“仁以释礼”的人文精神、“德艺双馨”的价值规定、“以气象劲”的思维模式等）是其区别于其他国家和民族武技形式内在精微的基础，是在历史发展过程中恒常不变的；武术之“用”则是其外在的表现形式，即不同形式在时代中的运用随着社会变迁而变化的，如健身之用、防身之用、教育之用、艺术之用、修身之用等，但归根结底其本质特征还是技击之用。以上可以看出，“体用”既是一对哲学范畴、思维方式，又可作为一种研究框架和分析工具，在“体”与“用”中思考武术发展的实然与应然之境，其诠释进路本身内聚了自我反思与自我批判的双重特性，为武术思想研究提供了更为包容的理论背景和研究范式。哲学研究的范式，顾名思义，即从某个视角去解读某个思想，这样研究的意义在于某个思想可以影响、作用、帮助并指导某个视角的问题。正如有人评价，“冯友兰曾把研究传统哲学的方法分为哲学的方法与哲学史的方法，前者着重于对文本原意的把握；后者则着重于对原典思想深层结构的把握，它不是一件陈述性的工作，而是一件创造性工作”。克利福德·格尔茨指出：“文化研究不是实证科学和实验科学，而是一门探讨意义的解释科学。”[30]从这个意义而言，“创造性的解释”具有两个面向，一方面是对武术本体进行传统意义上的诠释，另一方面是在诠释的基础上对其进行理论或话语体系的建构。因此诠释与建构武术体用思想，思考武术如何在当代维持自身的文化身份，保持文化色彩上的民族特性，对“武术研究”这一命题来说有着重要的现实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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